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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出版於2020年10月，作者Lyle Fearnley以中國為田野研究地點，

探討人類被鳥類及禽類間傳播的禽流感所感染之醫療人類學民族

誌。本書出版之時，適逢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雖然作者在

新冠疫情爆發前就已開始撰寫本書，在武漢發現新冠肺炎病例的兩個月後，

作者於本書內容最後部分補充了附錄，以回應這場人類社會的新興人畜共病

大流行。這本書也成為人類學研究人畜共病全球大流行的重要著作之一。作

者挑戰了「全球將中國視為新興（下一波）人畜共病流行帶來衝擊的震央

（pandemic epicenter）」的論點，這也是醫療人類學家Paul Farmer提出有關

責難或歸罪的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blame）的說法。在這種責難論述中，

中國鄱陽湖被標識為致命病毒的自然儲備地。作者通過禽流感與鄱陽湖動物

養殖業的案例研究，探討科學家、全球公共衛生組織、中國政府、鄱陽湖地

方社會之間的複雜角力關係，以民族誌方式呈現人、動物（非人）和病毒間

的相互影響。從全球健康的視角，以責難方式認定疾病起源地並非明智的選

擇，重要的是應調查清楚病毒區域的地理生態景觀與生產實踐方式。如此有

利於形成了解病毒其明確且適宜的生態傳播性認知，從而減少病毒傳播與人

畜共病全球大流行的可能。這是一種思考方式轉變與知識生產方式變革，對

於科學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過去三十年以來，全球公共衛生領域一直試圖回答一個基本問題：新病

毒是如何出現的？這一問題的答案對於預防傳染病大規模爆發至關重要。因

此，本書的貢獻在於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說明病原體的起源，並以分析性

本



221

Book Review
s  

書
評

與歷史性的方式理解地方、國家和國際病毒監測網絡的關係（意即全球公共

健康與中國領域治理的關係）。另外，針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起源地位於中

國湖北武漢的海鮮批發市場的觀點，作者提出令人不寒而慄且具有預見性的

說法，為人類學田野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提供了有力證據。

在2010至2012年期間，作者採取多點田野的民族誌研究方法，在中國江

西省鄱陽湖一帶的農作地區，對病毒學家、獸醫、野鳥追蹤者及農民進行參

與式觀察與訪談。同時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在2006年於北京設立

跨國動物疫病應急中心（ECTAD）也是他的主要田野地點，比如其負責人

Vincent Martin便是主要訪談人之一。除此之外，作者也收集檔案材料，範

圍分佈全球各地，包括：日內瓦、羅馬、倫敦及香港等。他的田野調查也表

明，全球大流行病毒並非單一空間或地方的責難地理範疇，而是一種結構性

的全球問題。中國與世界衛生的關係是相互連結的。多點田野調查與全球範

圍內的資料搜集、國際組織的訪問與中國在地田野的參與觀察，組成了一個

全球知識生產的新網絡。

作者以中國為中心進行深入田野研究，分析了對於控制和出現動物傳染

病的不同影響層次。他認為最重要的探詢之道是將「病源地景」（pathogenic 

landscapes）進行水平分層（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s），從而將實驗科學

與田野研究、生命科學專家與畜牧業養殖戶、人與非人分開研究。本書

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生態學（ecology）、景觀（landscape）與領域

（territory），都各自突出了新冠肺炎大流行起源的不同層面。Lyle Fearnley 

運用人類學家Bruno Latour擴展到人類學研究的「科學位移」（scientific 

displacement）概念，以描述科學知識生產的獨特軌跡及其變革效應，特別

是科學實踐如何產生新知識？（頁19）作者研究科學家來到鄱陽湖進行研

究後，對原先的研究假設產生轉變時寫道：「當科學家們從病毒轉向非病毒

學，試圖將流感病毒的背景轉化為研究對象時，他們的研究因與人類實踐的

邂逅而多次產生位移」（頁21）。

本書第一部分的生態學，敘述「認識位移」（ e p i s t e m o l o g i c a l 

displacement）的轉變過程。即科學研究如何從實驗室轉移到更廣闊的中國南

方的生態系統？同時中國又如何在這一認識論位移的探究過程中成為禽流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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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源中心？第二部分的景觀，主要描繪了現場位移（field displacement）的過

程。全球衛生組織專家建構的實驗室科學模型與鄱陽湖的家禽養殖的實踐產生

交集，鄱陽湖在地的家禽養殖業的實踐改變了科學研究對象的傳統形式。因禽

流感疫情的全球爆發，鄱陽湖成為假設性的起源地。第三部分的領域，則突出

中國的特殊性。分析全球衛生研究在關注鄱陽湖成為禽流感假設起源地點的位

移過程中，如何與中國的領域主權協商與合作的過程，如：全球公共衛生科學

家如何通過宴請的儀式慣例，或建立合作培訓計畫，而能夠與中國官員或動物

衛生組織工作者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同時中國獸醫與中國當地的家禽養殖業

之間互相合作背後，也存在知識面與實踐面上的巨大鴻溝。

筆者對於第三部分有關領域的探討尤其感興趣，這一部分主要是通過

FAO的負責人作為軸線展開。作者探討全球衛生的負責人如何處理國際衛生

組織與中國當地官員或代理人之間的生物知識主權問題。他發現這位負責人

不得不通過許多國際商人、非政府人員來跟中國政府打交道。通常通過宴會

與飲酒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儀式慣例來建立中國的人際關係網絡，並得以在中

國建立對於控制疫病至關重要的當地獸醫培訓項目。但是這樣的方式可行性

如何？是不是有些理想化？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國政府愈發加

強領域治理的狀況下，信息交流合作與生物知識主權問題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更為敏感。鄱陽湖領域的合作會如同Lyle Fearnley當初預想的方式順利進行

嗎？況且除了FAO的負責人之外，我並不能在書中找到作者清楚說明其他國

際組織負責人對於與中國政府合作或取得重大疫情的共享訊息和合作項目的

重要訪談資料；或者即使進行禽流感的數據共享，透過中國政府公佈的公開

數據，又該採用何種方式進行官方數據資料的信度與效度分析呢？

如果說「位移」在本書穿針引線，「領域」則草蛇灰線般留下隱約可

尋的線索和跡象，連結並支撐作者談論的「全球公共衛生與中國」議題。由

此，本書不僅是醫療人類學民族誌，也提供地緣政治學的研究取向。在Lyle 

Fearnley對於中國的禽流感和相關疾病控管研究的跨時空梳理中，筆者認為

本書有兩點很重要。一是集結國內外流行疾病知識背景於一身的中國病毒學

家，另一是香港扮演的知識取得和移轉的關鍵位置。這兩點都起到打破邊界

管制，穿梭領域治理，從而扮演將全球公共衛生與中國流行疫病研究揉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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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中介作用。以作者在書中提及一位姓朱的中國人為例（頁36），他

1917年出生於中國江蘇，畢業於劍橋大學，曾在倫敦國家醫學研究所世界流

感中心擔任研究員。在1950年代中國作為共產主義國家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

織之外時，他回到中國從事流感病毒研究工作，也發表團隊的研究成果於蘇

聯的醫學期刊。並將自己中國研究團隊與世衛組織公布的研究流感數據進行

比對，得出至關重要的研究結論。由此，個人成為媒介與中轉力量。跨國讀

書與工作經歷、中國研究員身份、與歐美的學術網路、與蘇聯的學術連結通

過這位流感研究的中國專家得以實現，搭建起跨越國內外的研究網絡與知識

溝通合作。除了個人的跨越邊界跨越地理領域的合作交流之外，不論是在自

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香港一直扮演進入中國進行田野研究的重要

窗口。比如香港大學的病毒專家Kennedy Shortridge從1980年代起，便認為中

國南部是全球流感大流行的起源點（頁2）。他先後在香港的實驗室、新界的

三家家禽農場、香港九龍的醫院等地進行研究，實現了從實驗室到田野研究

的科學位移，為以後全球衛生組織與中國的禽流感研究搭建基礎。在全球公

共衛生組織與中國實現正式交流和跨國合作之前，透過個人的牽線搭橋的非

正式形式，以及香港作為進入中國的窗口的意義都是重要的。

本書不僅適合提供給對於當代全球公共衛生、醫療人類學議題感興趣的

學者和研究生，也適合對地緣政治學感興趣的讀者。雖然書中的很多觀念早

在十年前就已作為預警信號成為某種不成文的醫學流行病共識。但過去三年

多以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防疫共同體經驗，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作為

人類學家或流行病科學家，我們可以共同做些什麼來預防或應對接下來的另

一波疫病大流行？Lyle Fearnley提出「地球健康」的新舉措，建議將人類健康

與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健康結合起來。或許這本書能開啟人類學家、流行病

科學家、獸醫科學家之間對話的新方式，讓更多的人重新思考人、非人（動

物）與病毒間的關係，以及生物整體性樣態，也重新探討全球衛生與中國或

其他國家建立跨國研究和防疫合作的可能性。


